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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梅志雄，徐颂军，欧阳军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

数据，探讨了 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

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

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

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

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

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

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

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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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0年代以后，珠三角地区城镇发展十分迅速，城市空间集

聚增长显著[1]，空间集聚与扩散在不同层次上加速进行[2]。胡序威等[1]在1990年代对珠三角

地区的人口、经济等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进行了研究，顾朝林等[3]从空间极化角度，研

究得出改革开放前20年广东省和珠三角的空间要素有向珠三角核心区集聚趋势。然而这

些研究已过去10多年，这期间珠三角的空间要素流动从未停息过[4]，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与

形态已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再次从集聚与扩散视角，开展本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较早就从多个层面和视角对城市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进行了广泛深入研

究，主要包括两方面：①城市集聚理论探索，包括对其理论的构建、集聚现象的阐释和形

成机制的解释等方面[5-8]。②对城市集聚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测度。较具代表性的有

Krugman[9]、Sveikauskas[10]、Segal[11]、Moomow[12]、Wen[13]、Maurel等[14]和Fan等[15]学者实证

测度了多个行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程度和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城市集聚区进行

识别。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1990年代以后，以实证分析居多。根据研究方法的特

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一般统计函数模型[16,17]和统计指数[4,18-20]等方法，多集中在对
城市单一要素或某几个指标的空间集聚强度和形式的分析上。这些传统度量方法因忽视了



2期 梅志雄 等：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空间的影响，尤其是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性，难以真正反映城市要素集聚的空间模式；另
一类是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方法，它考虑了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性，能有效揭示城市集聚的空间分异、内在
相互作用形式和空间模式[2,21-23]。如刘涛等[2]、马荣华等[22,23]、陈刚强等[24]、葛莹等[25]、曹志
宏等[26]、贺灿飞等[27]利用ESDA方法，从不同尺度研究了城镇体系的经济社会要素的空间
集聚特征、模式及演变规律。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有一些缺陷：主要对
城市人口、经济或产业等单一要素的集聚进行研究，指标选取较单一；对集聚的影响因素
的定量研究相对较薄弱，现有文献多数仅是描述性分析[1,18,29]或基于横截面、面板数据进行
标准回归分析[16,17,27,28]，而隐含地假定一区域的变量与相邻区域的变量不存在空间相关，即
忽略了邻域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而纳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性)影响的空间计量学模型
可有效解决此问题[30]，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收敛分析[31-33]。近年空间计量模型也被引入到集
聚的影响因素研究[34-36]，但局限于省级或地级市尺度上产业等单一要素集聚的因素方面，
而对城市综合要素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几乎没有。现有涉及珠三角空间集聚的研究基本上
是基于地级市尺度上单一要素、采用传统模型或指数或描述性对比分析，且缺乏邻域间相
互作用影响的探讨[1,3,4,17,29]。

为此，本文立足于已有研究，采用扩展的潜力模型和ESDA方法，分析20世纪90年
代以来城镇密集、区域空间集聚与碎化变化态势日渐明显的珠三角地区县级城市综合潜力
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演变规律，进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潜力模型及其扩展 潜力模型是计算某城镇与城镇体系内所有城镇间相互作用力之
和，即潜力值，它可反映一城镇在其城镇体系中具备的集聚能力和相对地位及影响力[37]，
其计算公式为：

Ii =∑
j = 1

n

Iij =∑
j = 1

n

( )Pi Pj Db
ij + Pi Pi Db

ii （1）

式中：Ii表示 i城的潜力值；Iij为 i、j城镇间相互作用量；Dij为 i、j城镇间距离；Pi、Pj分别
为 i、j城镇的质量；b为距离摩擦系数；Dii为 i城与自身的距离，以与其等面积的圆的半径
表示[37]。

由于城市自身因素的影响，即使两对城市的质量和距离指标都相等，其联系也可能不
同，互补性、相关性大的两城市间联系可能更密切，且两地间联系的密切程度与其可达性
有关。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可量化性，引入城市间综合经济相关系数和可达性系数对潜力
模型进行如下扩展：

Ii =∑
j = 1

n

Iij =∑
j = 1

n

( )Rij × αi × Pi Pj Db
ij + Pi Pi Db

ii （2）

式中：Rij为 i、j城镇间综合经济相关系数； αi 为可达性系数，其他参数的含义同式(1)。 αi

计算公式为：

αi = æ
è
ç

ö
ø
÷

1
n∑i = 1

n

Ai Ai （3）

式中：Ai为 i城的可达性值，且Ai=Di/Vi；Di为 i城与某城间交通距离；Vi为 i城与某城间交

297



33卷地 理 研 究

通平均行车速度。

为避免使用单一指标造成偏差过大的问题，选取若干反映城镇实力的指标，构造城镇

综合实力指数来表示城镇质量[37]。b值位于[0.5，3]，理论上应为1或2[37]，参考相关研究并

结合实际，本文取b=2。显然Dij不能取空间直线距离，本文取城市间公路网络的最短路径

距离。

2.1.2 ESDA方法 ESDA是一种衡量某一现象空间效应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用空间

权重矩阵确定空间位置相似性，通过空间滞后向量确定每个单元的空间邻域状态[21-23]，一

般用全局统计和局域统计两类指标来衡量，常用Moran's I指数表示。

全局Moran's I指数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的空间关联模式，可反映珠三角县域城市潜

力的总体空间集聚格局特征，其计算公式为[23]：

I = N

∑
i = 1

N

∑
j = 1

N

Wij

×
∑

i = 1

N

∑
j = 1

N

Wij(Xi - X̄ )(Xj - X̄ )

∑
i = 1

N

(Xi - X̄ )2

（4）

式中：Xi为区域 i的观测值；Wij为行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可通过邻接规则和距离规则

构建；I值位于[-1，1]，在给定显著性水平时，若 I显著为正，则表明相似的观测值趋于空

间集聚；若 I显著为负，则表明相似的观测值趋于分散分布；当 I接近期望值-1/(n-1)时，

表明观测值之间呈独立随机分布。

全局空间自相关忽略了空间过程的潜在不稳定性，不能反映区域内部单元的空间集聚

特征 （空间异质性）。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可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高值集聚和低值集

聚[21-26]，即单元集聚程度高低的具体空间分布，并揭示空间异质。局域Moran′s I计算公式

为[21]：

Ii =
Xi - X̄

S 2 ∑
j = 1, j ≠ i

N

Wij(Xj - X̄ ) （5）

式中：S为各县潜力的标准差，其余参数含义同式(4)。

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可划分为HH、LL、HL和LH四种类型[24,26]。HH（LL）型表示城市

与其相邻城市间存在正空间自相关，具高 （低） 的相同值在空间上集聚的效应；HL

（LH）型表示城市与其相邻城市间存在负空间自相关，高（低）潜力城市被低（高）潜力

城市包围。

2.1.3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学模型应用最多的主要是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地理

加权回归模型（GWR）等，SAR属于全局模型，GWR是局部空间回归模型。GWR虽能

反映不同空间子区域上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的不同影响，但未考虑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影

响。为考察相邻县域潜力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本文采用SAR模型，其通用形式为[31]：

Y = ρW1Y + Xβ + μ；μ = λW2 μ+ε；ε ~ N（0，σ2I） （6）

式中：Y为n×1因变量向量；X为n×k阶解释变量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

回归系数；β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μ为随空间变化的误差项；ε为正态分布的随机残差；

W1、W2为n×n空间权重矩阵；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

对上式中ρ、β、λ施加某些限定可导出几种形式模型：传统回归模型、一阶空间自回

归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其中常用的是SLM和SEM两

种。当ρ≠0、β≠0、λ=0时，为SLM模型，它反映了一地区的因变量不仅与自身的解释变量

有关，还依赖于相邻区域的因变量；当ρ=0、β≠0、λ≠0，为 SEM 模型，其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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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λW)Y = (In - λW)Xβ + ε，空间依赖作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反映了一地区的因变量

同时受到自身的解释变量、相邻区域的因变量（WY）和解释变量（WX）的共同影响。究

竟使用哪种模型关键是诊断相关类型：是实质性相关(如空间扩散)还是误差相关（如误差

冲击） [32]，Anselin提出了两个拉格朗日乘子（LM）及其稳健性（Robust）检验准则[21]：如

果LM-Lag比LM-Error在统计上更显著则采用SLM模型，反之则采用SEM模型；如果两

者一样显著，则进一步根据 Robust LM-Lag 和 Robust LM-Error 的显著性哪个更高来决

定。洪国志等[32]研究发现若两个模型检验都较显著但其残差仍都存在显著空间相关，则应

采用综合两个模型得到的综合空间自回归模型（Y = ρWY + Xβ + λWμ + ε）。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2.2.1 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小珠三角即广东珠三角所辖的9个地级市市区和所有县级单元

（统称为县域）为样本，鉴于东莞和中山市无下辖县而由分散的镇组成，仅取其市区作为

样本。为保持数据连续性和避免潜力计算出现异常，对行政区划调整及相距很近的单元进

行归并处理，最后得到30个研究单元。由于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方式在珠三角各县域

间不完全存在，且铁路和航空主要承担长距离运输，而公路承担珠三角内部大量运输，故

以公路距离来度量距离变量。收集到1990年、1994年、2000年、2005年和2009年的珠三

角道路交通图，经过配准和数字化后提取各等级公路信息，再进行拓扑处理并建立网络数

据集，利用GIS网络分析获取各单元间的最短路径距离矩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技术标准》 (JTGB01-2003）并结合实际，设定不同等级公路行车速度（高速120 km/h，国

道80 km/h，省道及以下道路 60 km/h），以求算可达性系数。选取与道路数据对应的 5个

年份作为研究断面，遵循完备性、可比性、层次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参照相关研

究[38]，从四个方面建立县域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数据资料取自1991-2010

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地方统

计资料或通过空间数据提取得到，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补得到。

2.2.2 城市潜力水平影响因素选取及说明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基

本相同的区域，其潜力水平可能因为其他因素的差异而有显著差别[35]。根据文献[27,28,34-36,39]

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使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选取以下影响因素：

（1）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由于本文基于公路网计算城市潜力，故仅引入地理区位虚拟

变量city，如果是省会或经济特区驻地如广州市区、深圳市区和珠海市区，则city取1，否

则取0。

（2）新经济地理因素。由潜力模型知，综合实力的提高和交通距离的缩短都可以使城

表1 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rehensive power of cities

一级指标

城市规模水平

城市经济水平

社会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

二级指标

城市非农业人口数(x1)、城市建成区面积(x2)

GDP(x3)、人均GDP(x4)、工业总产值(x5)、地方财政收入(x6)、地方财政支出(x7)、城乡居民年末储蓄

存款余额(x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9)、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x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1)、第

二产业产值(x12)、第三产业产值(x13)、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x14)、实际利用外资额(x15)、外

贸出口总值(x16)

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x17)、邮电业务总量(x18)、人均邮电业务量(x19)、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x20)、R&D支出(x21)

城市客运总量(x22)、城市货运总量(x23)、人均公路通车里程(x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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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潜力得到提高，那么反映城市实力的原始因素对城市潜力变化分别起多大作用？是否某

些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为定量分析珠三角县域潜力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前文选取的

24个因子进行相关程度分析，按照新经济地理理论，选取一些主要因素并引入其他一些

因素，将其与全区域的比值得到的相对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变量：①消费者购买力。采用各

县域人均GDP与全区域均值之比（pGDP）来反映其相对消费者购买力。理论上，人均

GDP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者购买力越强，因而市场需求较大，易吸引企

业、人口等的集聚；②企业数量。使用各县域规模以上企业数占全区域比重（firm）来衡

量产业外部性对城市综合潜力的影响。理论上，地区前后向关联高的企业越多，其所产生

的资金技术外部性会带来集聚经济，但过多同类企业重复建设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会有

负作用；③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高，可节省企业对劳动力的搜寻与匹配成本，企

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会吸引更多企业和人口集聚。采用各县域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正规

教育年数与全区域均值之比（hc）来代理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④城市化水平。采用非农

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全区域均值之比（urban）来代理相对城市化水平。城市化初期，

城市化发展会促使法律体系、基础设施等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各要素

的集聚 [36]。但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后会对其潜力的提高产生负效应 [28,40]；⑤交通运输条

件。采用各县域公路里程与全区域的比重（road）来衡量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完善的交

通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促使经济活动的集中，交通进一步改善将促使经济活动

相对分散[28]；⑥固定资本投入。相关研究[27,28,34]表明，资本投入强度对要素的地理集聚产生

影响。以各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与全区域均值之比(fai)来反映；⑦劳动力成本。

理论上认为，较高的工资可反映劳动市场外部性对就业行为的影响及对劳动者的吸引力，

因此以各县域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区域均值之比（wage）来反映；⑧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信

息化水平可加快组织决策的速度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而提高城

市潜力水平。以各县域邮电业务总量与全区域的比重（Infor）来度量相对的信息化水平。

（3）经济政策因素。现阶段，经济政策的差异也是影响城市潜力水平差异的重要因

素，经济政策变量选用滞后一期数据的效果会更好[35,39]。本文主要考察两方面政策因素：

①对外开放度。由于只收集到完整的出口数据，故采用各县域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与全

区域均值之比(open)来度量相对的对外开放程度；②政府干预程度。采用各县域的政府支

出占GDP比重与全区域均值之比（gcon）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相对干预程度。

3 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

对原始指标标准化处理后，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年各县域综合实力得分。为便于潜

力模型计算，借鉴文献[38]在区间[1，10]上对原始得分（存在负值）进行数据变换，得到

全部为正且原数据列的大小次序特征不变的综合实力得分。将县域间公路行车速度和最短

路径距离矩阵代入式（3）求得各年各县域间可达性系数，求出县域间综合经济相关系

数，再利用式（2）计算出各年各县域城市潜力值（表2）。

3.1 总体空间集聚格局的演变

对各年各县域潜力值按极大值标准化并按自然断裂点法划分为5个等级后观察其空间

格局（图 1），可更明显看出各单元相对潜力强弱的变化。潜力较高的地区主要有两块：

一是广州市区及其周边的花都、番禺、佛山市区、顺德形成的广—佛都市区；二是由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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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深圳逐步扩展到东莞和东北部的惠州市区、博罗县，2009年这些区域连成一片，形

成了东岸的深—莞—惠都市区。珠海、中山、江门虽然潜力不高，但也逐步集聚形成了西

南岸都市区，到2009年集聚现象更加明显。西北部一直是低潜力县域的集聚地。综观其

空间格局的演变，最主要特征是潜力高的地区和潜力低的地区呈集中分布态势，即空间集

聚较明显。

为加以验证，首先采用邻接规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而基于邻接规则构建空间权重矩

阵包括 rook、bishop、queen三种方法，经比较选择1阶queen方式建立研究区空间权重矩

表2 各县域5个年份的潜力值

Tab. 2 The potential value of each county in five years

县域

广州市区

花都

从化

番禺

增城

深圳市区

珠海市区

斗门

惠州市区

惠东

惠阳

博罗

龙门

东莞市

中山市

1990

0.4138

0.1422

0.0132

0.1605

0.0312

0.1098

0.0727

0.0211

0.0894

0.0285

0.0239

0.0393

0.0043

0.0355

0.0660

1994

0.6424

0.1143

0.0161

0.1729

0.0397

0.1323

0.1317

0.0251

0.1677

0.0255

0.0230

0.1100

0.0043

0.0891

0.0919

2000

0.6276

0.1064

0.0161

0.1393

0.0302

0.2113

0.0914

0.0298

0.0672

0.0141

0.0216

0.0154

0.0030

0.1076

0.0785

2005

0.5735

0.0899

0.0147

0.1734

0.0362

0.1667

0.0701

0.0191

0.1080

0.0187

0.0212

0.0447

0.0042

0.0929

0.0677

2009

0.5374

0.1152

0.0201

0.1103

0.0475

0.1455

0.0665

0.0096

0.1755

0.0184

0.0181

0.1044

0.0046

0.1065

0.0663

县域

江门市区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佛山市区

顺德

三水

高明

肇庆市区

四会

广宁

德庆

封开

怀集

1990

0.0569

0.0557

0.0613

0.0467

0.0067

0.1040

0.1863

0.0420

0.0161

0.0102

0.0163

0.0064

0.0053

0.0044

0.0036

1994

0.0647

0.0447

0.0499

0.0578

0.0084

0.2631

0.1660

0.0885

0.0406

0.0140

0.0191

0.0047

0.0030

0.0029

0.0029

2000

0.0627

0.0141

0.0207

0.0514

0.0087

0.2521

0.1638

0.0707

0.0373

0.0128

0.0166

0.0032

0.0039

0.0032

0.0023

2005

0.0578

0.0268

0.0325

0.0397

0.0069

0.1753

0.1491

0.0553

0.0349

0.0146

0.0171

0.0048

0.0027

0.0021

0.0031

2009

0.0523

0.0150

0.0204

0.0420

0.0069

0.1333

0.1055

0.0538

0.0344

0.0097

0.0178

0.0048

0.0041

0.0035

0.0031

图1 相对潜力指数空间格局
Fig. 1 Spatial pattern of relative potenti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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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再依式（4）计算各年县域相对潜力指

数的 global Moran's I 值和相关指标 （表

3）。由表 3 知，各年的 global Moran's I 均
显著为正，表明1990年以来珠三角县域潜

力总体上具正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区与

高值区集聚、低值区与低值区集聚。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减弱趋

势，如果忽略显著性不太强的 1994年和 2000年，减弱的趋势更加明显。1990年的 global

Moran's I相对最大，县域潜力的总体空间差异相对最小，说明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珠三角县域间相对封闭，县域潜力呈现相对较低层次的空间均衡。1990-1994 年 global

Moran's I值快速下降，说明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市场力量日益突现，刺激了周边各生产

要素进一步向潜力较高的核心县域集中，核心县域快速发展而周边县域发展较慢，县域潜

力的总体空间差异逐步扩大，区域极化效应明显。1994-2005年global Moran's I值又缓慢

上升，说明县域潜力的总体空间差异又逐步缩小，各县域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的快速发展。但 global Moran's I值在 2009年又略有下降，是因为区域发展进入了一

个结构调整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及城市发展更加注重质量的过程中，区域城市的整体功

能也正处在协调整合的过渡时期，总体上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程度出现这种暂时性波动，

基本符合珠三角发展的现实[24]。

总体上，1990年以来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各年的global Moran's I值
都不大且总体变化不剧烈，说明其空间集聚表现并不强烈，且近20年中部县域和东部部

分县域潜力高、西部县域和东部边缘县域潜力低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剧烈的变动，只是在

原有格局基础上的微调和集聚，区域不均衡性依然存在。

3.2 局部空间集聚格局的演变

全局指标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区域内部集聚情况，需进一步考察县域潜力的局部集聚特

征。利用式（5）计算各年各县域相对潜力的局域Moran's I值，并利用GIS软件得到局部

空间集聚演化图2。5个年份分别有67%、60%、76%、70%、73%的县域潜力都表现为局

表3 县域相对潜力指数的global Moran's I
Tab. 3 Moran's I of relative potential index of counties

年份

Moran's I

E（I）

Z（I）

显著性水平

1990

0.2628

-0.0345

2.56

0.01

1994

0.1433

-0.0345

1.77

0.1

2000

0.1539

-0.0345

1.84

0.1

2005

0.1910

-0.0345

2.16

0.05

2009

0.1568

-0.0345

2.01

0.05

图2 相对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格局演化
Fig. 2 Evolvement of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relativ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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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空间正相关，说明县域潜力总体上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与全局分析结果相符。各年未发
生变化的单元有20个，占总数的67%，说明1990-2009年大部分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结构
保持不变。其中，中部的广—佛核心都市区始终保持高潜力的空间集聚结构，而西部大多
数县域始终处于低值集聚区。但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局部空间集聚分布区位看，HH区1990年代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带，2000年后中山和
珠海市区退出 HH，中部的 HH 区范围逐步收缩至广—佛核心都市区，形成较强极化效
应。其原因主要是2000年后广佛同城化及道路设施不断完善，加之本身良好的发展基础
和区位条件，刺激区域内各要素进一步向该区集中，中山、珠海与广—佛核心都市区的差
距不断扩大，区域不均衡性增强。同时，HH区也有向东部扩散趋向，深圳一直保持高潜
力的极化状态，2009年东部的博罗跃迁到HH区，并与惠州市区、东莞、深圳形成珠三角
另一热点都市区，且与广—佛核心都市区分片相连。这表明，局域Moran's I高值区存在
极化和扩散双重效应，即在极化过程中伴有反极化现象。LL区1990-2005年主要分布在西
部和东部，2005年后不断向西部集中，东部边缘只有零星分布，东西部县域间不均衡性
更为突出。HH和LL集聚区位的这种变化也可解释 1990年具局部空间正相关的县域数比
2009年的少（HH数相同，LL数少 2个）但 1990年 global Moran's I值比 2009年的大的现
象，因为global Moran's I反映的是县域总体在平均意义上的空间差异，东中西部地带间差
异和东部地带内部差异的扩大，使得县域总体空间差异略微扩大，而中、西部地带内局部
空间上的差异有所缩小。LH和HL区分布除1994年外无多大变化。

从空间关联类型变化看，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转化：①HH单元数1990年、1994年
和2009年都为6个，2000年为7个，2005年为5个。花都、番禺、顺德始终在HH区，广
州市区除1994年为HL型外都位于HH区，中山、珠海市区2005年转为LH和LL型，2009

年均为 LL 型，东莞 1994 年进入 HH 区；②LL 单元数 1990 年为 14 个，1994 年为 12 个，
2000年开始稳定在16个。LL单元大多连片分布在相对欠发达的西北肇庆市辖县、西南江
门市辖县、佛山市的三水和高明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东部LL区发生了较大
变化，其中博罗 1994年转为HL区，而后落入LL区，但 2009年跃迁到HH区，惠阳转为
LH型；③HL单元数1990年为3个，1994年为6个，2000年为2个，而后稳定在3个。佛
山市区和深圳市区一直位于HL区，惠州市区除2000年转为LL外也都在HL区，1994年广
州市区、三水和博罗分别由HH、LL进入HL，而后又转出；④LH单元数在 5-7间波动，
几乎呈环状分布在发达县市周围的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肇庆市区、江门市区、从化、
增城一直稳定在LH区，惠阳进入LH区，东莞转为HH型，鹤山转为LL型，斗门2000年
后转为LL型。HH （LL）型表示高（低）潜力的相同值在空间上集聚的效应；HL和LH

型表示高低（低高）潜力的不同值在空间上集聚的效应，是空间异质区域。HL县域具强
烈的空间极化特征，LH县域受到周边高潜力县域的极化影响。

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局部空间集聚演变看，1990年以来，中部仍然以HH型县域为

主，但2000年后其数量略微减少，范围更加集中且显著性增强；东部部分县域1994年后

得到快速发展，由1994年前以LH和LL型为主到2009年4种类型基本平分秋色，说明其

区域空间结构正朝协调优化的方向发展；而西部县域一直表现较稳定，以LL和LH集聚为

主，20年来仍未摆脱相对滞后的局面。这说明，1990年以来中东西部地带间和地带内局

部区域上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依然存在并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

总之，珠三角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但在部分区域也有

一定变化，并表现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在地带间和各地带内部的县市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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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县域城市潜力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模型估计

以县域潜力的自然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取选取的各影响因素变量的自然对数值（虚

拟变量 city除外）为解释变量，用5个年份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前文空间自相

关计算结果显示县域潜力间存在显著空间依赖，因此需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估计和检

验，基于Hausman检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由于面板数据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

据，为消除可能产生的时间序列相关性的异方差影响，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结果

见表4。

表 4显示，SLM和SEM估计结果的拉格朗日检验都较显著，表明实质性相关和误差

相关都显著存在。根据 logL、AIC和SC信息准则的比较，SEM的拟合效果稍优，但两个

模型残差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时间序列相关性虽然消除，但横截面数据空间相关性并未

消除，因此两个模型都不是最佳拟合模型。综合两模型得到的综合空间自回归模型的检验

结果显示空间自相关已消除，解释方差比SLM和SEM有所提高，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能

力为82.7%（R2= 0.8270），回归结果显著的变量数增多了，检验异方差的Breusch-Pagan值

表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Tab.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

变量

ρ

λ

constant

city
lnpGDP

lnfirm

lnhc

lnurban

lnroad

lnfai

lnwage

lnInfor

lnopen

lngcon

R2

残差相关检验

logL

AIC

SC

Breusch-Pagan

空间滞后模型（SLM）

系数

0.2358*

-0.2326**

0.2027***

3.3 e-6

-0.6191

0.3021***

-0.0247

4.8e-6

-0.1473

0.0681*

0.3013***

0.0476

-0.3410

0.6807

显著相关

42.3573

-64.7145

-50.7025

32.3568（显著水平0.083）

标准差

0.1402

0.1071

0.0697

2.9 e-6

0.5525

0.4311

0.0452

8.1e-6

0.0930

0.0370

0.0524

0.0241

0.2671

Z统计量

1.6820

-2.1715

2.9080

1.1660

-1.1205

5.1018

-0.5467

0.5986

-1.5829

1.8382

5.7882

1. 4977

-1.2769

空间误差模型（SEM）

系数

0.5366***

-0.1413***

0.1160*

2.2e-6*

-1.3097*

0.2732**

-0.0536

1.6e-5

-0.0953

0.0363**

0.1761***

0.0336

-0.1616

0.7029

显著相关

42.6826

-67.3653

-54.7545

31.5120（显著水平0.017）

标准差

0.1526

0.0247

0.0690

1.2e-6

0.7007

0.1975

0.0420

3.7e-5

0.1306

0.0165

0.0142

0.0662

0.6934

Z统计量

3.5164

-5.7250

1.6815

1.8506

-1.8693

2.1431

-1.2765

0.4383

-0.7297

2.2502

12.5710

0.5075

-0.2331

综合空间自回归模型

系数

0.2183***

0.4477***

-0.1455***

0.0536*

3.8e-6*

-0.5867**

0.1733**

-0.1160*

1.5e-5

-0.0948

0.0522**

0.2173***

0.0179

-0.0908

0.8270

消除空间相关

58.5878

-95.1756

-79.7624

7.6155（显著水平0.5733）

标准差

0.0612

0.1707

0.0170

0.0420

1.9e-6

0.0986

0.2768

0.0690

1.2e-5

0.0703

0.0245

0.0815

0.0259

0.3096

Z统计量

3.5781

2.6231

-8.5493

1.7265

2.0321

-2.1540

2.1281

-1.6815

1.2723

-1.3486

2.1673

2.6792

0.6929

-0.2932

注：***、**和*表示在0.01、0.05、0.1水平下显著；logL、AIC和SC用于检验模型拟合优度，如果 logL越大，拟

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相反，其值越低，拟合效果越好；Breusch-Pagan用来检验异方差问题，如未通过显著检

验，则不存在异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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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显著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该模型拟合效果最佳。因此可以推断珠三角县

域潜力存在显著的实质性相关和误差相关，县域间相互作用有显著影响，综合空间自回归

模型估计结果较稳定。

4.2 结果分析

根据检验所得最佳模型（综合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4），对影响珠三角

县域城市潜力演化的因素分析如下：

（1）从县域间交互作用影响看。ρ和λ都高度显著为正，表明县域间存在显著正空间相

关，即县域潜力间存在正的溢出效应，低潜力县域可以从邻近高潜力县域获益，同时误差

冲击在空间上具正的波及效应，即县域潜力自身产生的误差冲击对邻近县域产生同方向误

差冲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周围相邻县域的潜力提高1%，将使本县域的潜力

直接提高0.2183%（固有的空间依赖性），通过误差项产生的正向波及程度为0.4477%。

（2）从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看。地理区位（city）的系数（0.0536）在 0.1水平下显

著，说明地理区位优势对县域潜力有重要促进作用，省会或经济特区所在地相比其他县市

有一定优势。消费者购买力（pGDP）的系数（3.8e-6）在0.1水平下显著，说明消费者购

买力对县域潜力提高有显著正影响，但影响较弱，原因可能是消费者购买力还与其他因素

有关。企业数量（firm）的系数（-0.5867）在 0.05水平下显著，对县域潜力影响显著为

负，说明珠三角产业结构和布局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有“世界工厂”之称的珠三角多

以资源消耗性制造加工业为主导产业，这些消耗能源的企业的增加使资源越来越稀缺，导

致投入成本增加，降低了集聚地的吸引力。只有不依赖于资源的产业集聚越多，产生的正

外部效益才越大，对地区潜力提高才有促进作用。因此，政府要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并积极引导产业转移。人力资本（hc）的系数（0.1733）在 0.05水平下显

著，说明人力资本对县域潜力的提高有显著正作用，表现出正溢出效应，这与一般经验文

献的实证结论一致。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人力资本增加 1%将会使县域潜力提高

0.1733%。城市化水平（urban）的系数（-0.1160）在0.1水平下显著，说明城市化水平对

县域潜力有显著负影响。对于城市化程度已较高的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一步推进会加剧

交通拥堵、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从而对城市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这与贺灿飞等[28]和吴玉

鸣等[40]的研究结论一致。交通运输条件（road）的系数（1.5e-5）不显著为正，其对县域

潜力变化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这可能是选定的单一指标反映交通条件造成的估计偏差，

未能很好地反映事实。因此，交通运输条件对县域潜力的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固

定资本投入（fai）的系数为-0.0948，且不显著，表明其对县域潜力有不显著的负影响。

这说明珠三角投资结构可能存在不合理情况，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潜力的提高。因此，

政府应改善投资结构，重点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倾斜。劳动力成本（wage）的系

数（0.0522）在0.05水平下显著，表明其对县域潜力提高有显著正作用。尽管高工资可能

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但对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容易吸引高素质和高生产率的劳动力集

聚，以弥补这种成本上升产生的不经济，从而产生集聚经济。信息化水平（Infor）的系数

（0.2173）在 0.01水平下显著，表明信息化水平对县域潜力有显著正影响。在其他因素不

变条件下，信息化水平提高 1%会使县域潜力提高 0.2173%。对外开放度(open）的系数

（0.0179）不显著为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县域加大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力度，县

域间经济开放度差异逐步缩小，对县域潜力的影响不明显。政府干预程度（gcon）的系数

（-0.0908）不显著为负，说明对于改革开放较早、市场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而言，政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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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过多反而会抑制其潜力的提高，应进行政府职能改革使其成为“有限政府”[34]。两个经

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也表明珠三角县域间经济政策差异不大，其对县级尺度城市潜力

变化的影响不明显。

5 结论与讨论

（1）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有逐渐减弱趋势。

大多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规律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

惠都市区发展的态势，低潜力县域不断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

（2）区域县市潜力的空间集聚表现出不均衡性，其在地带间和各地带内部县市间都存在。

（3）大部分县域（67%）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但局部空间集聚格

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HH区1990年代集中分布在中部，而

后向东部方向扩散并与中部HH区分片相连，同时中部HH区收缩至广—佛核心都市区。

1990-2005年LL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部，2005年后不断向西部集聚，东部边缘只有零星

分布；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

性进一步扩大：中部以HH县域为主，2000年后范围更加集中且显著性增强。东部部分县

域潜力得到提高、集聚性增强。西部县市一直以LL和LH集聚为主，仍未摆脱相对滞后的

局面。

（4）从县域潜力演化的影响因素看，县域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相邻县域潜

力的提高能促进本县域潜力的提高；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

信息化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珠三角依赖

于资源消耗的产业集聚居多、城市化水平已较高但城市化进一步推进会抑制其潜力的提高

等；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选取的指标有关，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为负

说明投资结构可能不合理，对外开放度和政府干预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珠

三角县域间经济政策差异不大，对县级尺度城市潜力变化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在统筹区域发展、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宏观

背景下，要提高珠三角整体潜力水平和竞争力，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政府需立足现实，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平衡发展政策：例如加大支持西部县市发展的

力度，尽快培育西部增长极，辐射和带动该地区的发展，提高其潜力水平；优化中部广—

佛都市区、东部深—莞—惠都市区的功能布局，整合提升其发展档次，增强其扩散辐射功

能，引导整个珠三角城市的有机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政策启示：各县域应与周围相

邻县域加强合作，注重政策措施的空间联动，促进共同发展；改善投资结构，加大对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调整产业结构和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要

合理规划与布局，转变依赖于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优化配置自身资源；减少政府对经济

的干预，促进各要素自由流动和竞争，还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限于数据可获得性和难以量化，一些可能对城市潜力演化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参与经济

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软环境（如县域间相互作用的市场动力和政府对区域合作的推

动力）等未进入本文模型；另外，一些变量指标的选定和参数的确定等还需进一步完善。

下一步可对这些方面进一步研究，以取得更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并使政策含义更具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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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evolve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potential at county level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MEI Zhixiong, XU Songjun, OUYANG Jun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factor analysis, extended potential model, ESDA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 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1990, 1994, 2000, 2005 and 2009 of county

uni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evolve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potential at county level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90 to 2009. The result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As a whol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ounty potential in the region showed a positive effect. Bu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glob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was not strong and showed a weakening trend. (2)

The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features of most counties kept relatively stable and displayed

some obvious rules, that is, counties with higher potential were concentrated in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tended to extend to Shenzhen-Dongguan-Huizhou

metropolitan region, counties with lower potential were clustered further to the west part of

the study area and formed a surface-shaped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area. (3) The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also involved some changes: the locations of HH and LL

agglomeration changed; there were certain transformations among four types of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which are HH, LL, HL and LH; the imbalanc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ounty potential between the western part and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had an extending

trend. (4) The results from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show that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geographic location, consumer purchasing power, human capital, labor cost and information

leve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vement of county potent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corporation number and urbanization level had

remarkable negative impacts. However, the impacts of traffic conditio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factors, such as openness level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statistics.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paper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urban potenti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ESDA;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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